
Http://logic.zsu.edu.cn/journal.htm              逻辑与认知                         Vol.3, No.4, 2005 

1 

论法律适用中的形式逻辑与实质正义 

---以审判格的三段论逻辑分析为中心 

 

于海涌 1； 张东明 2
＊ 

(1.中山大学法学院，广州 510275；2.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淮北 235000) 

            

摘  要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由法官独立审判案件”正是以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为大前提，

以特定案件事实为小前提，由此推导出司法判决---逻辑结论的三段论逻辑思维过程，这是典型的三段论的

审判格。笔者主要以法律适用的三段论式逻辑推理为切入点，着重指出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因

素和价值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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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之提出 

任何一个逻辑推理都是由某一个或几个命题作为前提和某一命题作为结论所构成的，它

是由一个命题或几个命题推出另一个命题的过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由法

官独立审判案件”正是将待决案件事实置之于法律规范构成要件之下，以获得特定判决的一

种逻辑思维过程。这个演绎推理过程是三段论的典型格，即以普遍原理为大前提，以特定情

况为小前提，由此推导出特定情况应该得到的结论。由于在审判工作中大量使用这种三段论

推理的格式，因此这种典型的三段论格式又被称为审判格[1](p264)，其法律适用的过程就是以

法律规范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最后得出判决的推理过程[2](p191)。不过法律的适用

绝对不是简单的形式逻辑推理，毕竟形式逻辑只研究推理的形式和规则，而不研究任何特定

推理的内容。一旦我们将形式逻辑运用于法律的适用并关注其推理的内容时，我们就会发现

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和可能发生的价值缺失。由于法律部门的调整对

象、适用规则、举证责任、解释与漏洞补充方法等会有所不同 ，文中探讨的例证主要以民

法为主，但其结论对其他法律也基本适用。本文试图从三段论的逻辑推理过程入手，对法律

适用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与价值缺失问题进行分析检讨，以求教于高明。 

2．“以法律为准绳”：对逻辑大前提的分析 

    以法律为准绳，就是指在一切审判活动中，都要以法律的规定作为判决的唯一依据。在

三段论的演绎推理过程中，其无疑处于大前提的地位。根据三段论的逻辑规则，如果我们希

望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那么这个大前提不仅必须是一个周延的全称命题，而且必须是一个

真命题。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希望得到一个正确的判决，那么就判决的法律依据（大前提）

而言，这就要求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不仅包罗万象、明确具体（全称命题）而且是能够代表绝

对正义的（真命题）行为规范。很显然，这是对立法者的能力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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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制定法律时，在从广度上应力求具有普遍性，在深度上应力求具有确定性，以便

尽可能地涵盖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制定出各种具体、实际的解决方

案，这样才不仅有利于普通市民准确地把握立法者的立法意图从而确定自己的行为规范，而

且有利于法官在审判案件的时候能够得心应手地引律据典，找到其审判推理的大前提。然而，

即使立法者对这个问题有充分的认识并努力地为之而奋斗，其结果也必然是难以令人满意

的，因为法律的制定和适用必然要受到立法者的认识能力的诸多限制。德国民法典以其概念

清晰、体系严谨、逻辑严密而著称于世，但其中仍存在不尽人一意之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

看，由于物质世界运动的绝对性和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人对世界的认识只能是一定广度和一

定深度的认识，他不可能穷尽一切而掌握绝对真理。再高明的立法者也摆脱不了人的认识的

局限性，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往往只能够关注社会的普遍情况，这就使法律一方面成

为高度抽象思维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就使它远离了活生生的具体的生活现实，那么在普遍情

况下能够实现正义的法律，如果适用于某一特别情况的结果可能就出现牺牲个别正义的情

形。而立法者对于其根本就毫无认识或无法明确界定的事物，立法者也就只能依靠法律的空

白地带或基本原则的弹性（例如民法的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帝王条款）疲于应付，从这个

意义上说，立法者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是残缺不全和千疮百孔的。从操作层面来看，任何一部

法律的制定，都是立法者根据过去的经验制定的、适用于未来的行为规范，因此可以毫不含

糊地说，法律在被制定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过时了。超前立法的现象每每是立法者自鸣得意

的杰作，但不可否认，法律仍然主要体现为对现实既存利益关系的肯定和维护,在更多的情

况下它仍然体现为经验主义的产物，那它自然就不可能摆脱因经验不足所留下来的缺陷和遗

憾。而从法律实施的角度来看，一旦法律制度已经设计了一种权利和义务的方案，那么为了

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预见性，立法者就会尽可能地避免对业已存在的制度进行不断的修改、

废除和重新制定。这就意味着，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会出现僵化和滞后的一面，

既定的法律往往会成为社会进步的羁绊。即使立法者可以通过废、立、改来克服法律的保守

性，我们且不说法律修改程序的漫长和复杂，其实修改法律和制定法律一样何尝不同样受到

人们认识能力和经验主义的限制？从普遍的情况看，现实生活的变化要比法律变化快速得

多。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的前面的。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

它们之间缺口的接口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缺口重新打开来[3](p15)。正是由于对立法

者立法能力的不信任，因此柏拉图认为,人类个性的差异、人们行为的多样性、所有人类事

务无休止的变化，使得无论什么艺术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制定出可以绝对适用于所有问题的

规则，“否则的话，他们将永无止境地制定这类繁琐的法律，并为使它们达到完善而把自己

的一生都用来修改这些法律。”[4](p141) 

    尽管立法者为了给人们制定一个完善的法律而殚心竭虑，但其结果却注定令人失望。之

所以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曾经是、现在是、而且将永远是不够全面、不够明确和

变动不居的，主要是是因为法律所应付的是人类关系中最为复杂的方面。市民社会生活的千

姿百态、每个自然人的个性和需求的多样性以及变化莫测的人生都呈现在法律的面前，而在

我们这个万花筒式的工商业社会，这种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即使在一个比较静

态的农业社会中，人们也从来没有创造出能预料到一切可能的纠纷并预先加以解决的、保罗

万象的、永恒不移的法律规则。在现代，新的生产和交换形式、新的交通和居住方式、新的

社会风俗、目标和理想--所有这些革新因素，使得制定出以后可以用来解决一切法律问题的

固定规则这种希望，只能成为泡影[5](p330)。如果立法者不能给法官和市民提供一个完美的逻

辑思维的大前提，那么我们则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论断：法官利用这个并不完美的逻辑大前

提所作出的判决自然也就无法保证其必然为真。 

 

3．“以事实为依据”：对逻辑小前提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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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实为依据”，就是指司法机关审理一切案件，都只能以客观事实作为唯一根据。

在三段论的演绎推理过程中，其处于小前提的地位。根据三段论审判格的逻辑规则，如果我

们希望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不仅大前提是全称命题，而且小前提必须是一个肯定命题, 否

则其结论就必定为假。换句话说，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为了保证判决的正确性，其对事实的

认定（小前提）不仅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肯定命题），而且必须是真命题。任

何一个案件，都是一种客观存在，都是由特定的事实所构成；而任何案件的发生都可能留下

相关的证据，例如，书面合同、函件传真、在场的证人等，这些诸如此类的证据为证明案件

的事实创造了条件，固属无疑。然而，如果自信地以为所有的事实都能够用证据证实，或者

认为证据所证实的事实就是案件发生的全部客观事实，其假定的前提无疑是：案件发生后所

留下的证据可以恢复案件发生的全貌，即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完全等同于案件发生的事实。 

无疑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盲目乐观。 

事实上，司法判决中根据证据规则可以认定的事实与真正的事实并不完全吻合甚至完全

错误的情形并不鲜见。假如原告在没有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借款 1 万元给被告(案件实际发

生的事实)，且没有留下任何其他证据，事后被告拒不还款且矢口否认有借贷关系，法官“以

事实为依据”判决认定的只能是原告与被告之间从未发生借贷关系(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

而这正是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所可以预见的审判结果。事实上，在法院

认定事实的过程中存在许许多多的错误来源，言辞证据更是首当其冲。就当事人陈述而言，

由于当事人是争议法律关系的主体，案件如何处理与他们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当事人的陈述

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的两面性和趋利避害的色彩。一方面他们亲身经历了案件的发生过

程，对案件的事实了解的最为清楚和全面；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陈述对判

决结论的影响，从自己的利害得失出发，对自己有利的就陈述，对自己不利的就不陈述；对

于有理的事实就强调，对于无理的事实就加以掩饰。在陈述中会有意无意地夹杂着夸大或缩

小的成份，甚至可能出现歪曲事实真相、故意作虚伪陈述。这样当事人的陈述就会形成真中

有假、假中有真、虚实难辩的复杂局面。就证人证言而言，由于证人是凭借自己的听觉、视

觉、嗅觉、触觉等个人体验感知案件情况的，他要经过信息的接受和记忆，然后以言辞表达

的方式向司法机关完成提供证据，这样证人就具有身份的不可替代性和言辞表达的主观性。

证人在提供证言的时候，就不能排除有作伪证的证人、有偏见的证人、发生误解的证人等。

由于受证人的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对证人证言的采信往往也会使法官陷入“不可不信，

也不可全信”的尴尬境地。民间有句俗语：“好人往往死在证人手里”，也许可以体现对证人

证言一种无奈心情。与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这些难以捉摸的言辞证据相比，视听资料、书

证、物证、鉴定结论、勘验笔录似乎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较高的可靠性，但也并非没有缺陷，

视听资料比较容易伪造、模仿、涂改和剪辑，只要对磁带进行消磁和剪辑，就可能改变其内

容，同时因为雷电、浓雾等天气的变化或因为树木、农作物、或其他物体的遮蔽而造成视听

资料判断上的错误或误差也在所难免。此外，书证可能会被伪造、篡改；物证可能会随着自

然的变化而毁灭、腐烂、灭失；鉴定人可能缺少必需的专门性知识；勘验现场可能因为自然

力量（如暴雨、狂风或日晒等）或人为因素（如伪造现场）而遭到破坏等等，不一而足。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案件的真正事实和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毕竟不是总是保

持同一性。案件的真正事实可能永远无法通过证据加以证实，而证据能证明的事实却根本就

不是案件的真正事实。尽管法院制定了专门的证据的举证、收集、保全、质证、审核等规则，

力图恢复案件的原貌，力图使逻辑推理的小前提为肯定的真命题，但在司法实践中，永远会

有大量非理性的、偶然的、推测性的因素。不可否认，法院判决中认定的的案件事实，有些

是真正的事实，有些接近于真正的事实，有些则是与真正的事实截然相反的错误事实。从逻

辑推理的角度来看，一旦逻辑的小前提不是真命题，那么其结论也就未必为真命题，也就是

说，一旦法院通过证据规则认定的事实与案件的真实事实可能存在并不一致的情形，那么法

院的判决就有存在错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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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官的判决：对逻辑结论的分析 

在三段论的演绎推理过程中，法官的判决相当于逻辑结论。纯粹从三段论审判格的逻辑

规则来看，如果大前提为全称命题，小前提为肯定命题，则结论必然为真。然而既然法律规

则决非完美无缺，案件的事实也并非真假易辩，根据逻辑规则这本身就预示着结论并不必然

为真。更何况，即使法律的规定全面、明确而具体，确凿的证据足以恢复案件发生时的全貌，

这也并不能意味着正义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获得实现，因为案件的判决还必须通过法官来进

行，而法官并不是机械的自动售货机，在寻找适用的法律规范、如何采信相互冲突的证据以

及判决的制作过程中无不需要借助法官的主观能动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判决的过程中充斥

着法官的主观因素。刑事案件中尚存在“罪刑法定”、“禁止类推适用”的排除法官的主观性

过多地介入的情形，而民法则大相径庭，法官运用类推适用、限缩或扩大解释、漏洞补充以

及帝王条款等进行判决的情形则比比皆是，民法与刑法、行政法相比，因法官的介入而使法

律适用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更为明显。我们将案件的独立审判权交付给法官，并期盼实现正义，

实际上我们的内心有一个乐观的期待和假设：法官是熟悉法律规则和证据规则、铁面无私的、

有良知的理性人。 

首先，就寻找确定适用的法律规范而言。即使立法者制定了一个完美无缺的法律，但法

官在解决具体的案件的时候，在能够作三段论逻辑推理之前，法官必须寻找其需要适用的法

律规范，以便找到三段论推理大前提。这个过程就是“找法”的过程。找法的结果有三种可

能：其一，有可直接适用的法律规范。其二，虽然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但过于抽象，无法直

接适用。其三，根本就没有可适用的法律规范，即存在法律漏洞[6](p98)。无论寻找的结果为

何种情形，无不依赖于法官的解释和主观价值判断。按道理讲，如果法官都是熟悉法律规则

和证据规则、铁面无私的、有良知的理性人，那么同一案件由不同的法官根据同一个法律进

行审理应作相同的判决。但实际生活中，同一案件由不同的法官审理，其结果却往往千差万

别，甚至截然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和领悟能力上的差异。知识和

观念是相互联系的，知识愈是复杂，观点的差距也就愈大。面对同一个事物，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观点，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其持有的观点也会因时而异。现实生活中，

案件的胜诉或败诉经常因法庭的更换而变动不居的情形并不鲜见。根据 1914—1916 年对纽

约市治安法院几千个轻微刑事案件处理的调查，结果表明治安法官在其处理同类案件中的差

别达到惊人的程度。在送交一个法官处理的 546 个被控酗酒的人中，他只释放了一人，约

99%的人均被判有罪；而在由另一法官审理的 673 个被控酗酒的人中，79%的人被宣告无罪。
[7](p341)。面对同样一个法律，不同的法官可能会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面对同一个法律漏洞，

不同的法官可能会作出不同的解释或采用不同的漏洞补充方法，这就难免法官会把从自己头

脑中一系列混杂概念中得出的谬误结论奉为合法的解释。“法律的精神需要探询”，再没有比

这更危险的公理了！采纳这一公理，等于放弃了堤坝，让位给汹涌的歧见[8](p13)。 

其次，就事实的认定而言。法官在判决时，除了找法（三段论推理的大前提）以外，法

官还必须对案件的事实进行认定（三段论推理的小前提）。就实际意义而言，成文法不过是

防范人性弱点的工具，它的产生本身就是对权利行使者不信任的物化形式，它将法官的种种

私欲、情绪冲动等非理性因素限制在不得溢出的范围以内。然而，法律欲在现实生活中实现

正义，不可能仅仅凭借严密周全的法律规范，还必须凭借理性法官对事实的认定。面对诉讼

双方的正反两方面的证据，法官那种不可预测的独特个性会使案件事实的认定带有很大的主

观性。也就是说，尽管立法者纸面上的法规是精确和固定的，但法官判决所依据的事实却是

捉摸不定的，这同样会使法官的判决可能变动不居。根据弗兰克的观点，法官或陪审团具有

一种实质上不受控制的和实质上无法控制的事实裁决权或最高权力，即确定哪个证人的证言

被认为是正确的而加以接受的权力[9](p152)。在许多情况下，法官在确定事实的过程中所适用

的隐秘的、无意识的、个性化的规范，会使客观上严密周延的法律规范变得无效。尽管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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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精确而固定，但事实的认定却变化不一，这就相应的使案件的结果同样呈现不确定状态。 

最后，就判决的制作而言。法官最终制作的判决书是其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逻辑

思维过程的体现，给人的印象似乎判决也是按照严密的逻辑推理出来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法官的三段论式的逻辑思维过程只存在于公之于众的判决理由中，普通人的正常思维过程都

不是通过三段论的推理作出的，尽管法官经过专门的职业训练，但他同样是人。在法官的思

维过程中，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并不是按部就班地逐步完成，在法官判决的过程无法避免

要夹杂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 ，前法官哈奇森（Joseph E. Hutcheson）在《直觉的判断：司

法中预感的作用》一文中具体描述了自己作出判决的过程：“在我看过手边所有材料并经过

适当考虑之后，我就让我的想象力发挥作用。我陷入沉思，等待着感觉和预感的到来。这个

预感就是了解问题的直觉的闪光，它是能把问题和决定连结起来的火花。”。在法律规定不够

明确和对证据的采纳将信将疑的情况下，对于若干个可选择的结论，在法官举棋不定时，结

论往往会随着法官的价值判断和对证据的采纳而不断改变。而在法官进行选择和价值判断

时，法官的同情心、性格、脾气、情绪、偏见，他在生活中某种痛苦或幸福的经历，他在潜

意识中对当事人的反感或喜爱，他的宗教信仰、种族观念、权利意识，他对被害人在法庭上

痛哭流涕的表情或对被告人一个冷酷的眼神的回忆等等，都可能增加或减少法官作出某一价

值判断的决心和对证据的取舍，从而使犹豫不定的法官作出坚定的抉择并附上充分的理由。

其实，在理性的逻辑推理后面，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法官个人的主观因素和个性色彩。 

5．结论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由法官独立审判案件”作为法治国家的重要原则实

际上都是建立在不切实际的假设基础之上的。“以法律为准绳”，那是因为我们假设法律规范

是包罗万象的、明确具体的、代表绝对正义的行为规范。“以事实为依据”，那是因为我们假

设案件发生后所留下的证据可以恢复案件发生的全貌。“由法官独立审判案件”，那是因为我

们相信法官是熟悉法律规则和证据规则、铁面无私的、有良知的理性人。但事实上，立法者

不是万能的上帝，司法官也不是自动售货机，而证据和事实却长着一副变化多端的脸，这就

难免邪恶会披着正义的外衣堂而皇之地从法庭走向人世间。 

法律适用中的弊端增加了法律的不确定性因素，这无疑会导致法律所追求的安全、公平、

效率等价值目标发生不同程度的缺失，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力主放弃法治的理想。离开了“以

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由法官独立审判案件”，无异于接受强权漫无约束的恣睢

放纵和胡作非为，市民的生活将丧失最起码的安全感。任何最优的方案都只能获得廉价的、

理论意义上的喝彩而为现实所排斥，第二等好的但现实可行的方案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尽管

法律存在着种种弊端，它并不完美，但建设法治国家仍是我们明智的选择，只是我们必须清

醒地认识到法律与人类创制的大多数其他制度一样，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憾，它

只是现实可行的第二等好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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